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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修、 德怀与义战∗

———儒家战略文化如何影响对外决策

逄锐之

　 　 【内容提要】 儒家战略文化对古代中原王朝的对外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考

察先秦儒家典籍, 可总结出儒家战略文化的基本特征: 以 “四夷咸宾” 为目的,

在手段偏好中, 自修与德怀优先于武力, 在武力使用中讲求慎战与义战原则。 然

而, 儒家战略文化内部也存在一定张力, 在后期发展中, 出现了 “王者不治夷狄”

的论调, 并逐渐成为主流。 王朝周期论、 权力政治论和单极稳定论对对外决策的

影响是战略文化影响的主要竞争性解释。 依据西汉、 北宋和明朝三个主要中原政

权对外决策讨论的文本, 能够发现儒家战略文化对对外决策的影响大于除单极稳

定论之外的其他竞争性解释: 当决策者及其时代受 “四夷咸宾” 较强影响时, 其

政策主张更积极, 而 “王者不治夷狄” 有较强影响时, 其政策主张较为消极。 在

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偏好方面, 自修与德怀优先于武力。 此外, 慎战与义战原则

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遵循, 但 “四夷咸宾” 论和义战原则在某些时候会削弱慎战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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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儒家思想虽然几经变迁, 但一直是多数古代中原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 然而,

儒家经典中鲜有关于对外政策的系统性论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 战略文化成为

国际关系学界的热门话题, 中国的战略文化也备受关注。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儒家战

略文化对中国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系统性梳理儒家战略

文化特点、 科学分析其对中国对外政策影响的专著仍相对较少。

一般认为, 儒家战略文化具有较强的防御性、 审慎性和道德性, 反对侵略扩张,

对古代中原王朝对外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不过, 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对特定的对外

战争表现出积极态度, 如郭嵩焘认为, 南宋以来儒家士大夫 “以和为辱, 以战为

高, 积成数百年气习”。① 一些外国学者则认为, 儒家战略文化对中原王朝对外决策

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②

那么, 儒家战略文化有哪些特质, 此种特质在历史上是否具有一致性? 儒家

战略文化是否对中国古代政权对外决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这都是本文将探讨

的问题。

二、 既有研究对儒家战略文化特点及其影响的论述

既有研究对儒家战略文化的分析主要侧重三方面。 一是儒家战略文化的特点。

既有研究将儒家战略文化的特点概括为和平性、 防御性和审慎性等。 费正清 ( John

K. Fairbank) 认为, 孔孟之教不推崇外在强制, 强调以德服人、 通过贤德扩张势力,

贬斥暴力, 不存在西方式的 “神圣战争” 特性, 具有防御性的 “长城心态”, 对游

牧民族强调安抚。③ 宫玉振认为, 儒家战略文化具有道德主义传统, 具有 “非暴力

性” 与 “非扩张性”, 通过推行善治与教化夷狄可以避免冲突。④ 张一飞将孔孟战

略思想列入 “道德王国” 和 “主和” 派。⑤ 杜哲元将儒家战略文化定义为 “战略审

·421·

　 自修、 德怀与义战
■■■■■■■■■■■■■■■■■■■■■■■■■■■■■■■■■■■■■■■■

①

②

③

④

⑤

杨坚校补: 《郭嵩焘奏稿》 , 岳麓书社 1983 年版, 第 359 页。
代表性观点参见江忆恩著, 朱中博、 郭树勇译: 《文化现实主义: 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 ,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费正清: 《中国军事经验的多样性》 , 载费正清、 小弗兰克·A. 基尔曼编, 陈少卿译: 《中国古代的战

争之道》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7—18 页。
宫玉振: 《中国战略文化解析》 ,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83—85 页。
张一飞: 《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 , 载 《当代亚太》 , 2019 年第 2 期, 第 4—40 页。



　 2025 年第 1 期

慎主义” , 指出其主要内涵是道德至上、 内治优先、 心服为主。① 刘铁娃则认为,

儒家战略文化的特色是对战争的谨慎性和防御性。②

二是儒家对合理暴力使用的论述。 江忆恩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想当然地总

结了中国战略文化中的 “义战” 思想, 得出中国战略文化中存在 “妖魔化” 与彻

底消灭敌人的因素, 并且 “义战” 可以不顾手段与道德限制的错误结论。③ 向世陵

指出, 儒家肯定正义战争, 谴责通过战争图谋私利、 抢夺地盘, 儒家正义战争的标

准有维护君臣大义、 夷夏之辨、 义利之辨等; 儒家强调战争动机, 贬斥苟且换来的

和平。④ 白彤东专门研究了孟子 “仁权高于主权” 的正义战争思想。⑤ 张铁军认为,

儒家强调仁、 义、 德, 将暴力作为 “最后选择”, 认为武力只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时

候才具合法性, 受儒家思想影响,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特色为非暴力的 “文化道德

主义”。⑥

三是儒家战略文化之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 江忆恩认为, 中国的战略文化以

备战范式为主导, 本质上仍是一种现实主义战略文化, 儒家战略文化只是统治者美

化并合理化解释自身行为的理想性战略符号, 是一种 “语言习惯”。⑦ 施道安 (An-

drew Scobell) 认为, 儒家战略文化与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结合的产物是 “防御崇拜”,

使中国决策者自认为其任何军事行动都是防御性的, 在危机中也更倾向于使用武

力。⑧ 李晓燕和朱中博等反驳了江忆恩的观点, 认为中国历代王朝高度内化了儒家

的仁政思想与和平性战略文化, 反对使用武力获取国家安全, 侧重防御。⑨ 杜哲元

认为, 儒家 “战略审慎主义” 是古代中原政权的主导性和常态性战略文化, 其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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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则是次要性、 应激性和依附性的。① 费正清认为, 受儒家战略思想影响, 古代中

国推崇 “天下秩序”, 其特点是善治和仁慈的等级制。② 冯惠云认为, 在儒家战略文

化影响下, 中国整体对外战略是防御性的, 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必将是和平与非

扩张的。③

既有研究对儒家战略文化的认识主要存在四点不足。 其一, 有些学者选择性地

使用文献, 其结果或是片面与先入为主地认识儒家战略文化, 在没有厘清儒家战略

文化全貌的情况下便分析其影响, 或是片面性进行案例分析。 部分学者未能详细梳

理儒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中的战略文化要素, 将儒家典籍中的只言片语概括为儒

家战略文化的特色。 例如, 大多数中国学者或华人学者以及部分西方学者认为, 儒

家战略文化的特点为防御性、 审慎性和道德性, 强调自守内修、 反对侵略扩张, 但

他们忽视了儒家典籍中也存在一些对古代圣王征伐的褒奖。 而江忆恩等外国学者往

往不熟悉儒家典籍, 很少引用儒家文本, 只是从二手文献得出 “孔孟范式” 的一些

特征, 既没有对该范式做出明确定义, 也未提出操作性内容, 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

称儒家认为冲突是人类的反常行为、 通过仁政或对外来威胁施以教化来避免冲突等

儒家战略文化基本特点。④ 在案例分析方面, 江忆恩在研究战略文化对明朝决策的

影响时只选取了明朝十余部奏折, 罗列出几个决策者在不同时间上代表性有限的观

点, 而且某些文本的背景属于极端情况, 如面临外敌主动侵略和蚕食领土时, 使用

武力是唯一选择。 他们在研究中很少开展跨朝代的案例分析, 更没有看到中国大战

略的审慎特性。

其二, 部分研究未能清晰界定战略文化等重要概念, 或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存在

偷换概念之嫌。 江忆恩将战略文化定义为 “稳定的大战略偏好”。 从定义上看, 大

战略包含了在实现国家目标中政治、 军事、 经济和外交等手段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

运用,⑤ 因此, 战略文化也应比军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更广。 但江忆恩在定义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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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操作过程中主要测度的是国家对使用军事力量的态度 (如使用武力的效益和频率

等), 这就使大战略沦为军事战略, 将战略文化等同于军事文化, 即曾瑞龙所谓

“基层的军事信念” 和 “军队内部的组织文化”。① 与此相关, 江忆恩还混淆了战术

层面手段与大战略层面手段。 在战术层面上,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战术, 其本身就

意味着消灭敌人, 都必然涉及武力的实际使用和攻击性;② 在大战略层面则不然,

武力可以作为一种储备和威慑手段而不被实际使用。 江忆恩在引用明朝文献时, 将

决策者奏疏中战术层面的攻击性当作大战略层面的攻击性, 据此总结出中国古代战

略文化 “具有备战和攻击性色彩”。 不少学者虽然认识到了江忆恩定义的不足, 却

并没有给出合理的战略文化定义。 此外, 一些学者未按战略文化的定义选择分析对

象, 混淆了儒家对内与对外政策, 甚至直接将儒家对伦理道德的一般性论述等同于

其对外战略, 或是将各分裂政权之间的关系同中原政权与游牧族群政权的关系混为

一谈。③

其三, 很多学者未能以科学的方式观察儒家战略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权对外决策

的影响, 尤其是在案例研究中未能具体地识别出哪些对外决策受到了儒家战略文化

的影响, 侧重于政策结果而忽视了决策过程。 很多学者未能摆脱第一代战略文化研

究的问题, 即默认儒家战略文化是单一与恒定的, 抱持战略文化决定论的观念, 想

当然地认为某种战略文化必然导致特定的行为模式。 在他们的分析中, 儒家战略文

化对历代对外决策具有不言自明的影响, 历代王朝审慎与反对扩张的对外政策选择

必然受儒家战略文化的影响。 正如江忆恩所述, 由于影响战略行为的变量远非战略

文化一种, 地缘政治和权力对比态势都会影响战略选择, 且其影响力很可能大于战

略文化因素。④ 因此, 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之间不一定存在相关性。 为此, 江忆恩

提出了权力政治—王朝周期这一竞争性解释,⑤ 而很多学者未给出竞争性解释, 也

就无法判定某一战略行为是受战略文化影响而非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

其四, 不少研究忽视了儒家战略文化内部的差异及其历史发展与演变。 战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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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属于文化, 就应受到当时文化发展的影响, 不同时代的学术旨趣不同, 所面临的

对外政策问题及其背景也不同, 这会使某一种战略文化在保有基本元素的同时还会有

所调整。① 中国各个时代儒学旨趣有所不同 (如经学与理学具有一定差异), 儒家战

略文化显然也不会完全不变。 此外, 儒家战略文化虽然具有一定的逻辑一致性, 但

也不乏冲突之处。 既有研究多将儒家战略文化的内容视为逻辑统一、 静态和一成不

变的,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符合历史实际, 仅考察特定朝代或特定时

期的战略尤易产生此类问题。

三、 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

战略文化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往往是间接性的, 其影响通常不会比敌我权力对比

与地缘政治等因素更具决定性。 不过, 战略文化可以影响特定决策参与者的对外政

策偏好, 使其在对外决策讨论中有所倾向, 从而对对外政策产生影响。 因此, 本文

的研究对象是决策者的决策讨论过程———其载体是政策讨论的文本, 而非政策的结

果 (如战争或议和等)。

借鉴杰克·斯奈德 ( Jack Snyder) 和江忆恩的定义,② 本文将战略文化定义为:

决策者和战略界通过传授和继承而形成的关于大战略的持久与稳定的观念、 信念、

态度、 偏好和情感。 其操作性内容包括两方面: 一是某一政权在对外关系中战略目

标和对实现目标的各政策工具的偏好排序, 二是该政权对使用武力的态度 (如使用

武力的正当理由和限制)。 广义的战略文化还包括对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以及

对敌人性质和对武力使用效用的认知, 这些内容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战略文化是特

定环境的产物, 但在形成之后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③

分析儒家战略文化对外政策讨论的影响可分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 归纳儒家

战略文化的基本要素。 本文首先根据五经经传以及 《论语》 《孟子》 《荀子》 等先

秦儒家代表作概括儒家战略文化基本要素。 本文只选取这些文献中关于对外政策的

论述, 不讨论其中涉及修身和内政的部分。 在归纳出儒家战略文化特质之后,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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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中国战略文化要素 “永恒性” 的批判, 参见 Andrea Ghiselli, “ Revising China's Strategic Culture:
Contemporary Cherry-Picking of Ancient Strategic Thought,”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33, 2018, pp. 166-185。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tions, Rand Corporation, 1977,
pp. 8-9; 江忆恩: 《文化现实主义: 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 , 第 39—40 页。

Jack Snyder,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tor,” in Carl G. Jacobsen, ed. , Strategic Power:
USA / USSR, Palgrave McMillan, 1990,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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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提出儒家战略文化影响各中原政权对主要外部对手政策讨论的假说。

第二步, 选择战略文化的竞争性解释。 江忆恩的权力政治—王朝兴衰模型认为,

只要权力资源允许, 帝国就会扩张。 在王朝早期, 帝国权力资源不断积累, 会采取

越来越具有扩张主义和强制性色彩的战略; 随着王朝的衰退, 国家转而采取更具静

态防御性的战略与和解性策略。① 按照权力政治的观点, 帝国在实力远强于外部对

手的情况下, 也会采取军事强制手段实现其对外目标, 反之则会采取防御性政策。

与这一理论相反, 单极稳定论认为, 在某一地区内, 一国如果处于单极地位, 则该

地区维持稳定的概率较大, 单极国家也没有强烈意愿采用军事手段实现其对外目

标。② 与战略文化解释模式不同, 这些竞争性解释包含了大多数物质性解释因素,

是 “非战略文化、 非历史的模式”。③ 因此, 王朝周期模型、 权力政治论和单极稳定

论可视为战略文化影响对外政策讨论的竞争性假说。

第三步, 选取中原政权具有代表性的对外决策讨论案例进行分析并与竞争性解

释比较, 验证儒家战略文化解释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解释力。

本文主要选取历代中原政权在战略环境相对宽松、 未出现巨大内部动荡的背景

下针对主要对手的政策讨论作为案例。 本文严格限定对外政策讨论的范围, 即中原

政权针对具有威胁性的游牧和渔猎族群建立的政权而非针对其他中原割据政权制定

政策时的讨论, 其对象是 “次外地缘” 和 “外地缘” 政权。④ 在这一意义上说, 中

原政权对匈奴和辽金等 “次外地缘” 政权的政策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的政

策, 并不能算作 “对外政策”。 不过为表述方便, 本文仍使用 “对外政策” 一词,

这里的 “外” 是指 “某政治实体之外”, 而非 “民族共同体” 之外。 之所以如此选

择案例, 原因在于古代中国在处理与封建割据政权之间关系与处理中原政权和游牧、

渔猎族群政权的关系时遵循的逻辑有所不同。

之所以选取中原政权, 是为了避免统治集团生活习性与族群性格等因素的可能

影响。 选择战略环境相对宽松的情形则是因为在外族大规模入侵等极端情况下,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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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江忆恩: 《文化现实主义: 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 , 第 60—62 页。
逄锐之: 《极数与国际体系稳定性关系的分层研究》 , 载 《当代亚太》 , 2022 年第 5 期, 第 4—36 页。
江忆恩: 《文化现实主义: 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 , 第 63 页。
“次外地缘” 政权是指 “过去在很长时期内不在以汉族为中心的政权的管辖之内, 但又受到汉文化的

影响, 后来与汉族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权” ; “外地缘” 政权是指 “用今天的眼

光来看, 处于中国疆土之外但又在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的国家” 。 参见叶自成主编: 《地缘政治与中国

外交》 , 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5 页。



略文化很有可能并不能发挥重大影响。① 选取内部不出现巨大动荡的案例是为了控

制变量, 内部巨大动荡通常会对中原王朝对外政策讨论产生巨大影响。

此外, 为增强案例的稳健性, 本文将选取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儒家学术旨趣有

所变化的案例, 还在部分案例中引入道家战略文化与儒家战略文化进行对比。

在上述条件的约束下, 本文选取了三个案例: 一是西汉文帝到宣帝时期对匈奴

的政策讨论, 二是北宋太宗到真宗时期的对辽政策讨论和仁宗到徽宗前期的对西夏

政策讨论, 三是明朝永乐时期到万历中期的对蒙古政策讨论。 在这些案例中, 中原

政权大多数情况下战略环境相对宽松、 内政未出现巨大变动, 儒家战略文化的内容

与影响力以及中原政权与其主要对手之间的权力对比都有变化, 能够较好地检验儒

家战略文化和竞争性解释对政策讨论的影响, 增强研究的稳健性。

第四步, 测度战略文化对外政策讨论。 本文主要通过决策者对外政策讨论的文

本观测儒家战略文化的影响, 如果儒家战略文化对对外决策具有较大影响, 则决策

参与者应遵循既有儒家典籍中战略文化的基本要素, 随着儒家战略文化本身及其影

响力的演变, 决策者对外政策讨论中的观点也有所变化。 具体来讲, 本文测度儒家

战略文化影响可遵循两条标准: 一是决策者在政策讨论中是否经常引用儒家战略文

化话语以及相关政策讨论是否符合儒家战略文化的逻辑。 若决策者在政策讨论时较

多使用儒家文本或类似表述, 且该表述与儒家对外政策理念和逻辑较为一致, 则能

够说明儒家战略文化对对外决策具有影响。 二是决策时的儒家话语是否与决策结果

一致。 本文主要依据第一个标准, 原因在于与召令等对外政策宣示相比, 政策讨论

和决策过程中的言论往往更能反映决策者的真实想法。

四、 儒家战略文化的形成

先秦时期是儒家战略文化的形成时期。 孔子、 孟子、 荀子以及五经经传对国家

的战略目标和实现手段以及对战争的态度和原则都有论述, 儒家战略文化的主要特

质在这一时期基本成型。

先秦儒家对国家对外战略目标可归纳为御外保民、 保卫文化与社稷以及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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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 御外保民即 “保民而王, 莫之能御也”; “田有禽, 利执言, 无咎”。① 保卫

文化即 “救中国而攘夷狄”, “不与夷狄之主中国”, 防止 “被发左衽”;② 保卫社稷

即 “执干戈以卫社稷”。③ 大一统虽主要是对内目标, 但也包含对外目标, 《公羊传》

认为 “大一统” 还意味着 “王者无外”, “王者欲一乎天下”, 要达到四方归服的目

的。④ 对待不服的国家, 可以 “以王命讨不庭”。⑤ 御外保民与保卫文化两个目标为

大多数文化所有, 大一统尤其是 “王者无外” 的观念则为儒家战略文化中较有特色

的部分。

先秦儒家普遍认为,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根基是修饬内政, 可概括为 “自修”:

“德刑政事典礼不易, 不可敌也”; “攻战之本, 在乎壹民”。⑥ 自修能够树立榜样,

使四方归服: “惇德允元, 而难任人, 蛮夷率服”; “无怠无荒, 四夷来王” “惟德动

天, 无远弗届”; “明王慎德, 四夷咸宾”; “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⑦

先秦儒家大都认为增强武备是自修的重要内容, 很多儒家代表人物并不认为军

事冲突是反常现象。 《左传》 载宋子罕言: “天生五材, 民并用之, 废一不可, 谁能

去兵? 兵, 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 圣人所以兴, 乱人所以废”。 武力是国家实现

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政策工具, 只有在实力相侔基础上, 有德者才会胜出, 即 “同

力度德, 同德度义”。⑧ 国家必须注重军事、 整顿武备。 孔子曰: “足食, 足兵, 民

信之矣”。 其强调军事建设的重要性, 所谓 “以不教民战, 是谓弃之”。⑨ 巩固边防、

修缮兵器和习练军事应当是国家的常态化政策: “除戎器, 戒不虞”; “德以柔中国,

邢以威四夷”; “固封疆, 备边境”; “因蒐狩以习用武事, 礼之大者也”。�I0 先秦儒

家经典普遍认可文武相济、 武力强盛才能保卫国家, 并对文武兼备的大臣加以褒

奖: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有武事者必有文备” ; “文王以文治, 武王以武功, 去民

之灾, 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 “帝德广运, 乃圣乃神, 乃武乃文” ; “共武之服,

以定王国……文武吉甫, 万邦为宪”。�I1 孔子本人赞赏 “衽金革, 死而不厌” 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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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孟子·梁惠王上》 《易·师·六五》 。
《公羊传·僖公四年》 《公羊传·哀公十二年》 《论语·宪问》 。
《礼记·檀弓下》 。
《公羊传·隐公元年》 《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
《左传·隐公十年》 。
《左传·宣公十二年》 《荀子·议兵》 。
《尚书·尧典》 《尚书·舜典》 《尚书·大禹谟》 《尚书·旅獒》 《诗经·大雅·民劳》 。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尚书·泰誓上》 。
《论语·颜渊》 《论语·子路》 。
《易·萃·象辞》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礼记·月令》 《谷梁传·昭公八年》 。
《史记·孔子世家》 《礼记·祭法》 《尚书·大禹谟》 《诗经·小雅·六月》 。



神, 有文献记载, 冉有称孔子 “无不该, 文武并用兼通”, 并通于战法。①

此外, “备豫不虞” 也是自修的重要部分。 《左传》 多次记载这一观点: “备豫

不虞, 古之善教也”;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 “完其守备, 以待不虞”,

《易传》 亦云: “重门击柝, 以待暴客, 盖取诸豫。”②

先秦儒家认为以德怀柔、 招徕远人 (简称 “德怀” ) 是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

要手段。 要 “招携以礼, 怀远以德”, “柔远能迩”, 使 “大邦畏其力, 小邦怀其

德”。③ 部分儒家代表人物强调使远人归附, 即 “修文德以来之”、 招揽远人, 使

“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 欲以为君”, 最终 “用夏变夷”。④ 典型案例是大禹 “执

干羽舞于庭, 三旬而有苗格”, 商汤 “东征, 西夷怨; 南征, 北狄怨, 曰: ‘奚独后

予?’ ”。⑤ 为实现对外战略目标, 先秦儒家并不反对使用武力, 但普遍认为德怀要

优先于使用武力。 西汉刘向总结道: “圣人之治天下也, 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

兴, 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 而后加诛。”⑥

先秦儒家不反对使用武力, 但强调必须具有正当理由才能使用武力, 即 “奉辞

罚罪”、 进行义战。 只有义战能保持部队士气, 增加获胜概率, “师直为壮, 曲为

老”。⑦ 只要符合御外保民、 保卫文化与社稷及大一统目标的军事行动都符合义战标

准。 义战包括三种类型: 一是 “禁残止暴” 的战争,⑧ 如禹以 “反道败德” 为由征

三苗, 启以有扈 “威侮五行, 怠弃三正” 而伐之;⑨ 二是征讨 “不庭” 的战争或武

力威慑, 如禹征有苗, 周成王 “四征弗庭, 绥厥兆民”, 鲁侯伯禽征淮夷、 徐戎,

周宣王讨伐 “不庭” 的徐国, 派遣方叔威慑蛮荆;�I0 三是保卫疆土或文明的战争,

前者即所谓 “戎狄是膺, 荆舒是惩”,�I1 后者如齐桓公联合诸夏尊王攘夷, 救燕邢、

存卫、 威慑楚国, 扭转了 “南夷与北狄交, 中国不绝若线” 的态势。 《公羊传》 赞

齐桓公 “救中国而攘夷狄, 卒怗荆, 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孔子称 “微管仲, 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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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 《孔子家语·正论解》 。
《左传·文公六年》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左传·襄公十一年》 《易·系辞下》 。
《左传·僖公七年》 《尚书·舜典》 《尚书·武成》 。
《论语·季氏》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滕文公上》 。
《尚书·大禹谟》 《尚书·仲虺之诰》 。
《说苑·指武》 。
《尚书·大禹谟》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
《大戴礼记·用兵》 , 类似表述还有 “救无辜, 伐有罪” ( 《周礼·夏官司马》 ) ; “吊民伐罪” ( 《孟

子·滕文公下》 ) ; “禁暴除害” ( 《荀子·议兵》 ) ; 楚庄王论 “武有七德” ( 《左传·宣公十二年》 ) 。
《尚书·大禹谟》 《尚书·甘誓》 。
《尚书·周官》 《尚书·费誓》 《诗经·大雅·常武》 《诗经·小雅·采芑》 。
《诗经·鲁颂·閟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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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左衽矣”。①

先秦儒家也注重武力的使用限度。 即使师出有名, 作为反制的义战也应与对手

侵略程度相应, 而不应大幅超出, 不能 “蹊田夺牛”。② 反对彻底消灭敌人, 主张

“存亡继绝” 甚至留取外患以资自省,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亡”, “唯圣人能外

内无患。 自非圣人, 外宁必有内忧。 盍释楚以为外惧乎”。③

同时, 先秦儒家主张慎战, 反对穷兵黩武, “兵犹火也, 弗戢, 将自焚也”, “无

勤民于远”。④ 战争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即使贤君武丁三年才攻下鬼方, 平庸的君

主犹当慎战。⑤ 孔子所慎, “齐, 战, 疾 ”, 主张对待战事 “ 临事而惧, 好谋而

成”。⑥ 先秦儒家反对远出国境的大规模征讨和穷追敌人, 歌颂尹吉甫 “薄伐猃狁, 至

于大原”。⑦

此外, 先秦儒家认为自修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根基, 而义战是手段。 如果使用武

力妨害了自修, 即使是义战, 也是本末倒置。 齐桓公晚年本末倒置, 预示了齐国的

衰乱: “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 故北伐山戎, 南伐楚, 西为此会也……其在乱乎。”⑧

除自修与武力手段外, 也有先秦儒家典籍记载了使用外交手段实现国家战略目

标的案例。 例如, 孔子在卫国得到齐田常欲伐鲁的情报, 令子贡进行外交活动, 通

过外交努力存鲁、 乱齐、 破吴、 强晋、 霸越; 晋国魏绛以 “和诸戎狄”, 使晋国

“八年之中, 九合诸侯”。⑨ 值得注意的是, 先秦儒家并未对外交手段进行理论性论

述, 后世不少儒家代表人物认为外交操作属于 “诈术” 并对其予以贬低。�I0

先秦儒家典籍中也包含了某些扩张性因素。 周宣王命令召虎 “式辟四方, 彻我

疆土”, 古文 《尚书》 载 “兼弱攻昧, 取乱侮亡, 推亡固存”, 范武子认为 “兼弱

攻昧, 武之善经也”。�I1 荀子主张通过自修扩大对敌优势, 等到 “人皆乱, 我独治;

人皆危, 我独安” 之时, “人皆丧失之, 我按起而治之。 故仁人之用国, 非特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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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僖公四年》 《论语·宪问》 。
《左传·宣公十一年》 。
《孟子·告子下》 《左传·成公十六年》 。
《左传·隐公四年》 《国语·周语上》 。
《易·既济·九三》 。
《论语·述而》 。
《诗经·小雅·六月》 。
《左传·僖公九年》 。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左传·襄公十一年》 。
孟子贬低张仪、 公孙衍 ( 《孟子·滕文公下》 ) ; 扬雄称张仪、 苏秦为 “诈人” ( 《法言·渊骞》 ) 。
《诗经·大雅·江汉》 《尚书·仲虺之诰》 《左传·宣公十二年》 。



其有而已也, 又将兼人”。① 当然, 扩张性因素远非儒家战略文化的主流。

通过前述梳理, 可以大致得出先秦儒家战略文化的基本要素。 先秦儒家的大战

略目标是御外保民、 保卫文化和 “四夷咸宾”。 先秦儒家以自修为实现战略目标的

根基, 其中武备是自修的重要内容; 德怀是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先于使用武

力; 不排斥使用武力, 但必须遵循义战原则, 并应慎战。 与一般认为的儒家的非扩

张性、 非武力性和防御性稍有不同, 先秦儒家并不反对非暴力扩张 (德怀) 和非扩

张性进攻 (义战不反对进攻性军事行动, 但其使用情景和慎战原则决定了其非扩张

性②)。 因此可以说, 先秦儒家的战略文化要素是以保卫国土和维护优势地位为大战

略目标 ( “四夷咸宾” ), 实现目标的偏好是以内部制衡手段增强相对实力、 软实力

优于军事手段 (自修、 德怀先于义战), 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则是通过人道主义干

涉、 征讨优势地位的反对者、 保卫国土和保卫文化, 并强调应谨慎使用武力。

但是, 儒家战略文化并不具有逻辑上的高度一致性, 自修、 慎战的主张与 “四

夷咸宾” 的大战略目标、 义战的原则之间往往存在张力。 例如, 祭公谋父 “无勤民

于远” 的观点即与 “四夷咸宾” 存在一定矛盾, 孟子也具有较强的反战色彩。③ 在

后来的发展中, 部分儒家学者出于慎战的主张逐渐开始放弃 “四夷咸宾” 的目标。

王莽当政时期, 严尤认为应当将匈奴入侵视为 “蚊虻之螫, 驱之而已”。④ 东汉时

期, 班固提出对 “夷狄” 应 “外而不内, 疏而不戚, 政教不及其人, 正朔不加其

国; 来则惩而御之, 去则备而守之”。⑤ 何休则在注疏 《公羊传》 时提出 “王者不治

夷狄。 录 ‘戎’, 来者不拒, 去者不追”。⑥ 根据这两种观点, 中原对外敌羁縻笼络

防备即可。 班固的观点已偏离 “王者无外” 的目标, 在当时并非主流; 何休 “王者

不治夷狄” 论只适用于 “所传闻世” (即据乱世),⑦ 但二者却被后世广泛引用并产

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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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富国》 。
御外保民和保卫文化本身不具有扩张性, 为 “四夷咸宾” 进行的义战只要求对象归服, 并不要求占领

土地, 因而也是非扩张性的。
从汉到宋, 孟子的地位虽然在逐渐提高, 但其地位与孔子、 六经仍然不能比拟。 由于两汉以经学为

主, 而荀子在传经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有学者认为, 汉朝的大部分时期, 孟子的地位不如荀子。 直到南宋中后

期孟子的 “亚圣” 地位才基本确立。
《汉书·匈奴传下》 。
《汉书·匈奴传下》 。
何休解诂, 徐彦疏: 《春秋公羊传注疏》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47 页。
徐彦认为, “王者不治夷狄” 只是 “所传闻世” 的原则, 此时 “王者草创, 夷狄有罪不暇治之” 。 何

休认为在 “所见世” 仍应使 “夷狄进至于爵, 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 参见何休解诂, 徐彦疏: 《春秋公羊传注

疏》 , 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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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儒家战略文化以上特质的归纳, 本文提出儒家战略文化影响决策者对外

政策讨论的三个假说。

假说 1: 在战略目标方面, 早期受 “四夷咸宾” 论影响较大, 后期发展中 “不

治夷狄” 论兴起并逐渐成为主流。 当决策者及其时代受 “四夷咸宾” 论影响较大

时, 政策主张更积极; 而 “不治夷狄” 论具有较强影响时, 政策主张较为消极。

假说 2: 在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偏好方面, 对外政策讨论注重自修, 认为自修

与德怀应先于武力。

假说 3: 在武力使用原则方面, 使用武力必须符合义战原则, 且应慎战。 但是,

“四夷咸宾” 论和义战原则在某些时候会削弱慎战原则。

五、 儒家战略文化与西汉、 北宋、 明三代的主要对外政策讨论

文帝到宣帝时期的西汉、 太宗到徽宗时期的北宋以及永乐到万历中期的明朝都

是中原政权, 受儒家战略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 儒家战略目标有所变化。 三个时期

中原政权均具有丰富的对外关系实践, 政权生存均不存在巨大威胁。 三个时期中原

政权与外部实力对比都出现明显起伏, 为检验儒家战略文化三个假说及其竞争性解

释对这三个时期的对外关系影响提供了史实依据。

(一) 西汉文帝至宣帝时期的对匈奴政策讨论

西汉文帝到宣帝时期, 汉朝与其主要对手匈奴的实力对比此消彼长, 儒家思想

影响逐渐增加, 史籍简要记载了不同派别代表人物对匈奴政策的讨论。

1. 文帝至武帝早期的对匈奴政策讨论

文帝至武帝早期, 汉朝尚处于秦末农民战争的恢复时期, 而匈奴在冒顿、 老上

和军臣几代单于的领导下, 力量空前强盛, 汉朝国力与匈奴相比处于劣势。 这一阶

段儒家思想影响力有限, 文帝时, 开国时期的武将功臣仍有影响, 朝廷虽多用儒士,

但文帝本身好刑名; 景帝不用儒生, 窦太后偏好黄老。① 这一阶段, 除文帝外, 史

载参与对匈奴决策讨论的有贾谊和晁错等, 贾谊作为荀子再传弟子是儒家代表,②

晁错则儒法兼修。

文帝在对匈奴战略目标上具有鲜明的黄老特色,③ 认为 “兵凶器, 虽克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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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汉书·儒林传》 。
关于贾谊与荀子的关系, 参见皮锡瑞: 《经学历史》 ,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第 55 页。
关于刑名与黄老的关系, 参见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



动亦秏病”,① 继承了汉初 “偃武一休息, 羁縻不备” 的政策, 不进行主动军事行

动。② 匈奴入侵时, 文帝一度断绝和亲进行反击, 甚至曾萌生亲征的想法, 但仍主

张与匈奴以长城为界, “寝兵休士……以安边民, 世世平乐”,③ “使两国之民若一家

子”, 天下祥和、 泽及禽兽。

贾谊与晁错对匈奴的战略目标则比文帝积极, 不过仍具有一定的非进攻性的扩

张性色彩。 贾谊认为, 匈奴人口不如汉朝千石大县, 而汉朝却 “岁致金絮彩缯以奉

之”, 无异于 “入贡职于蛮夷”, 成为戎人的诸侯, 这是尊卑颠倒的 “倒悬” 之势,

是奇耻大辱。 汉朝对匈奴的目标应是 “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 伏中行说而笞其背,

举匈奴之众, 唯上之令”, “禽敌国而后止”, 灭亡匈奴, 使之归降。 晁错认为应对

匈奴立威而制服之。④

从政策手段偏好来讲, 三位决策者都重视自修。 文帝重视农业生产和经济恢复,

贾谊与晁错则将农业生产视为对外战略的根基。 贾谊认为, 对匈奴战略需要财力支

持, 必须重视农业生产, 增加粮食积贮。 只要粮食充足、 财富有余, 则 “以攻则

取, 以守则固, 以战则胜。 怀敌附远, 何招而不至”。⑤ 除积贮外, 还需要修饬内

政, “去二族, 弗使乱国, 天下治富矣”。⑥ 晁错同样重视 “劝农力本”, 认为即使

“有石城十仞, 汤池百步, 带甲百万, 而无粟, 弗能守也”, 只有鼓励粮食生产,

“使天下人入粟于边”, 边地才能御敌。⑦

从具体政策来看, 文帝在对匈奴政策上具有消极防御的色彩, 主张 “坚边设

候, 结和通使”, 一方面与匈奴和亲 “结兄弟之义”, 另一方面在飞狐、 北地、 细

柳、 霸上和棘门等地屯兵备胡。 与文帝不同, 贾谊和晁错偏好更为积极的政策。 贾

谊反对和亲政策, 强调 “战德” 的重要性, 提出以 “三表” “五饵” 为手段的 “耀

蝉之术”。⑧ 具体做法是开通关市, 使匈奴得以购买汉朝佳肴酒食, 厚待匈奴使臣与

降将, 并赠予匈奴人汉朝的车马、 音乐、 女子和高堂邃宇, 改变其生活习惯, 招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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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第三十一章》 : “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 道家学说原则上反对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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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汉书·匈奴传上》, 此句为冒顿单于给文帝的书信, 文帝 “甚嘉之”, 认为这是 “古圣王之志也”。
《新书·势卑》 《新书·解县》 《新书·匈奴》 《汉书·爰盎晁错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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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新书·匈奴》 , 后世猜测 “二族” 是指吴王刘濞和邓通。
《汉书·食货志上》 。
《新书·匈奴》 。 “耀蝉之术” 取自 《荀子·致士》 , 原文为 “人主有能明其德者, 则天下归之, 若蝉

之归明火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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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间和分化匈奴, “使单于无臣之使, 无民之守”, 使 “中国日治, 匈奴日危”, “中

国乘其岁而富强, 匈奴伏其辜而残亡”。① 晁错认为汉朝与匈奴所擅长的军事技能不

同, 而归附汉朝的胡、 义渠、 蛮夷同匈奴的军事技能相仿, 应当结合汉军与这些外

族所擅长的军事技能, “相为表里, 各用其长技”, 达到 “以蛮夷攻蛮夷” 的目的。

同时, 利用边民 “全亲戚而利其财”、 熟悉当地地形的优势, 提出 “徙民实边” 以

御匈奴的策略。 晁错还主张给予匈奴沉重打击, 立威并使匈奴终身惩戒。②

贾谊认为其 “耀蝉之术” 效法了舜帝降服三苗的手段, 是 “以厚德怀服四夷”

的 “德胜” 做法。③ 现存资料虽未谈及贾谊对匈奴使用武力的看法, 但从逻辑上讲,

俘获单于、 中行说最终还需使用武力。 当然, 贾谊显然认为 “战德” 优先于武力。

晁错则并未讨论过类似思想。

文帝明确主张 “汉过不先”, 即汉朝不首先违反双方约定或进攻。 贾谊虽未明

确讨论武力使用的条件, 但从其论述逻辑来看, 匈奴对汉朝不敬、 “时为寇盗, 挠

边境, 扰中国”, 是汉朝对其使用武力的合理条件。④ 二者都体现了义战的逻辑。 晁

错则未讨论武力使用的道义问题。

贾谊与晁错在政策主张上虽都较为积极, 但皆主张慎战。 贾谊虽未论及对匈奴

用武, 但从其著作来看, 其反对倚强凌弱、 穷兵黩武的态度十分鲜明; 晁错则认为

兵者凶器, 战者危事, 胜败在俯仰之间, 以死争胜, 一旦战败, 悔之莫及。⑤

在本案例的检验中, 只有权力政治论未通过检验, 汉朝相对弱势并未阻止其积

极的对外政策讨论。 汉朝在建立初期, 对外政策讨论确实相对积极 (王朝周期论);

在非单极体系中, 决策者有一定不甘与不安, 其政策讨论具有一定的扩张性色彩

(单极稳定论)。 贾谊和晁错受儒家思想影响, 其对外目标较文帝更积极 (假说 1) ,

贾谊主张德怀或德胜手段先于武力; 贾谊和晁错都强调自修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假说 2) ; 文帝和贾谊都秉持义战原则, 主张慎战 (假说 3) 。 本案例还发现, 贾

谊的对外政策论述体现出鲜明的非暴力色彩, 即德胜。 与贾谊相比, 晁错未曾谈

论与德胜相关的话题, 也没有触及义战问题, 较少谈论战略目的, 原因可能在于

晁错受法家影响较重, 更重视术与势, 对道义和长远目标的重视程度较低。

需要指出的是, 史籍对本阶段对外政策其他参与者 (包括景帝) 观点的记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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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阶段检测的可靠性。

2. 武帝至宣帝时期的对匈奴政策讨论

这一阶段, 汉朝经过休养生息, 实力逐渐增强, 匈奴则在汉朝的武力和 “战

德” 政策打击下于昭帝之后逐渐分裂。① 公元前 71 年, 由于天降大雪以及丁令、 乌

桓、 乌孙的联合攻击, 匈奴实力大减。 这一阶段, 儒家思想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这一时期已初现 “不治夷狄” 论的支持者。 主父偃和韩安国等人认为匈奴土地

贫瘠, 得之无益, 常年用兵会导致民生凋敝; 匈奴人的天性是 “行盗侵驱”, 因此

对匈奴的政策应是 “禽兽畜之, 不比为人”,② 不应追求降服。 在盐铁辩论中, 少数

文学代表亦持类似观点, 这类决策者大都倾向于和亲政策。 但主要的儒家代表人物

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如董仲舒主张王者应 “一统于天下”, “爱及四夷”, 使四海臣

服, “四方不能往, 则不全于王”。③ 在盐铁辩论中, 贤良代表和大部分文学代表亦

认为得道的君主应使 “遐迩偕行而归之”。 大夫 (桑弘羊) 虽受法家影响较大, 但

其对匈奴的战略目标是使之臣服,④ 这一点与儒家 “四夷咸宾” 的观念一致。 史料

并未详细记载汉武帝对匈奴政策的目标, 只记载其认为不征伐匈奴则天下不安, 且

要为高帝吕后报仇。⑤ 桑弘羊作为武帝政策的继承者, 其观点应能反映武帝的看法。

从具体政策来看, 主张 “四夷咸宾” 的决策者对外政策建议也相对积极。 董仲舒认

为, 匈奴不知仁义, 对其应 “与之厚利以没其意, 与盟于天以坚其约, 质其爱子以

累其心”。⑥ 这一建议与贾谊的思路相近。 武帝、 桑弘羊则主张积极对外征伐。

从手段偏好来看, 大多数决策者认为自修是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前提。 董仲舒

发挥春秋之义, 认为应当先治近而后治远。⑦ 韩安国认为, 对匈奴应 “以饱待饥,

正治以待其乱……常坐而役敌国”。⑧ 在盐铁辩论中, 无论是桑弘羊的增强武备, 还

是贤良的 “修之于庙堂, 而折冲还师”,⑨ 都是自修的内容, 但贤良认为 “德盛则备

寡” 与先秦儒家的自修原则相悖。

该阶段大多数决策者主张德怀先于武力。 董仲舒认为 《春秋》 之义, 任德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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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文德为贵, 而威武为下”, 应使 “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① 盐铁辩论中,

贤良主张对外政策应 “立仁修义, 以绥其民, 故迩者习善, 远者顺之……务以德安

近而绥远”。② 公元前 57 年, 五单于争位, 汉朝很多决策者建议 “匈奴为害日久,

可因其坏乱, 举兵灭之”, 萧望之则建议派遣使者吊问匈奴, 帮助匈奴弱小势力,

其必 “称臣服从”, 体现汉朝 “德之盛”, 使四夷都景仰中国的仁义之举。③

该阶段决策者大都主张慎战。 公孙弘、 主父偃、 庄安和徐乐都劝谏武帝不可连

年用兵, 韩安国尤其反对 “深入长驱”, 夏侯胜因武帝 “穷兵黩武” 而反对为其立

庙。④ 盐铁辩论时, 文学反对 “毕匈奴而远几”, 认为 “战胜而不休” 会导致 “身

死国亡”, “役不可数行”, 甚至认为 “兵者凶器”, 应做到 “兵设而不试, 干戈闭

藏而不用”, 反对任何武力。⑤ 文学的主张与儒家义战的观点相去较远, 已偏向道

家。 武帝和桑弘羊等以武力为优先手段、 常年用兵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受到 “四夷咸

宾” 战略目标的激励, 但与儒家慎战思想背道而驰。

当然, 德怀优先与慎战思想并非在原则上反对扩张与战争, 而是反对穷兵黩武,

这一阶段大多数决策者在对外政策上都具有积极趋向。 即便具有 “不治夷狄” 倾向

的主父偃也提出营建朔方城以减少内地后勤补给, 作为 “灭胡之本”。 公孙弘起初

反对营建朔方, 但在与朱买臣辩论后亦转向支持。⑥

面对匈奴的侵扰, 桑弘羊称赞武帝 “厉武以讨不义, 设机械以备不仁” 以及

“讨暴卫弱, 定倾扶危” 之举的正义性,⑦ 大多数决策者也并不反对武帝对匈奴的正

义性征讨, 只是反对其在匈奴没有过失时的军事行动 (马邑之围) 和穷兵黩武。 昭

宣之时, 匈奴内部矛盾激化, 汉朝对匈奴权力优势更为明显, 但汉朝大多数时期遵

循义战原则, 在缺少适当理由之时, 并没有利用权力优势对匈奴发起大规模攻击。

桑弘羊趁匈奴 “孤弱无与” 的 “困亡之时” 对其再行征讨, 防止其 “得复喘息”

的观点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⑧ 公元前 64 年, 匈奴包围郑吉率领的在车师的屯田军

队, 宣帝与名将赵充国等人商议攻打匈奴右地, 使匈奴不再能袭扰西域。 魏相上书

劝谏, 提出了几种军事行动的区别, 即义兵、 应兵 (防御性反击)、 忿兵、 贪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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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兵, 指出匈奴近期对汉朝展示了善意, 虽然两国在车师争夺屯田, 但这并不是汉

朝攻击匈奴本土的合理理由; 五单于之乱时, 萧望之引用春秋时期晋士匄的典故,

劝谏宣帝不应 “乘乱而幸灾” 并 “不以义动兵”, 宣帝听从了二人的意见。①

汉匈实力这一阶段差距拉大, 但除武帝和桑弘羊等极少数个例外, 大多数决策

者倾向于以德降服匈奴、 慎战而非武力进讨, 决策者并不反对汉武帝对匈奴的正义

性征讨, 但大都反对不符合义战标准的武力征讨。 公元前 71 年之后, 汉朝很少再对

匈奴用兵, 这一发现与假说 2、 假说 3 相符, 也与单极稳定论相符, 而与权力政治

论不符。 总体而言, 大多数决策者的对匈奴政策讨论都相对平和, 持 “四夷咸宾”

论的决策者只是比 “不治夷狄” 论的决策者略为积极, 其中桑弘羊最具进取性, 董

仲舒和萧望之相对积极。 持 “不治夷狄” 论的主父偃的部分政策主张也具有积极

性, 但韩安国和少数文学代表则明显更为消极。 假说 1 只得到了微弱的支持, 这或

许是因为 “不治夷狄” 论此时只是稍见端倪, 并未成为主流。 王朝周期论对汉朝周

期的解释与这一阶段并不契合, 无论是武帝鼎盛时期还是昭宣中兴之时, 在对外政

策讨论中都没有显现出明显的扩张性。

(二) 北宋太宗至徽宗时期的对辽和西夏政策讨论

相对来说, 宋朝与其主要敌手的实力变化并不明显, 王安石变法只是在短期内

迅速增加了北宋的财政收入。 北宋不同阶段的主要敌手并不一致, 澶渊之盟前是辽,

庆历年间以后则是西夏。 宋辽之间实力相对均衡, 而北宋对西夏一直保持较大的实

力优势, 宋朝儒学则是在仁宗庆历年间后发展昌盛的。

1. 太宗到真宗时期的对辽政策讨论

此时北宋主要对手是辽, 双方实力势均力敌, 东亚地区近似两极格局。 北宋初

年, 儒家虽为官方意识形态, 但是儒学本身并不兴盛, 道教影响较大。 在北宋初期

的决策者中, 只有田锡儒学造诣较高, 而柳开、 胡旦和邢昺等其他儒家学者并未进

入对辽决策圈。 史书明确记载了道教的影响: 宋太宗喜读 《道德经》, 两次召见华

山道士陈抟; 宋真宗更是喜好道教, 痴迷祥瑞。

从战略目标来看, “大一统” 的战略目标在从 “四夷咸宾” 退化为收复幽蓟

“汉疆”。 很多决策者已放弃 “四夷咸宾”, 倾向于 “不治夷狄”, 主张将戎狄 “置

之度外”。 赵普认为, 对夷狄应 “置之度外……以禽兽畜之”。② 陈王赵元僖、 钱若

水都赞同班固的观点, 认为对夷狄应 “来则御之, 去则勿逐”, 宋太宗认为 “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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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修德尔, 四夷当置之度外”, 宋真宗则主张 “固守封疆”。① 持这一观点者的对

外政策手段主张也相对消极, 在征伐失败后都反对战争, 主张与辽和好、 消极防御

以及维持边界现状。 宋太宗在与大臣对话中多次引用 《道德经》 关于兵者 “不祥之

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的说法, 宋琪也引用了类似话语, 认为应与辽国 “通盟

结好, 弭战息民”。② 赵普认为不应与戎人计较胜负。 赵孚和钱若水都强调 “兵者凶

器, 战者危事”, 赵孚提出 “驯致率服, 永无战争” 的愿景, 钱若水则认为, 翦除

戎狄不能 “恃兵强”, 只能等待其内乱。③ 此外, 在应对实力远为弱小的西夏李继迁

势力时, 李至和杨亿等决策者也主张放弃灵州。④

但是, 很多决策者仍然主张恢复汉唐 “旧疆”。 在太宗第一次北伐之前, 李昉

和张齐贤等虽然反对用兵, 但也认为 “恢复旧疆” 是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 “幽蓟

之壤, 久陷敌人, 慕化之心, 倒悬斯切。”⑤ 除这两人外, 几乎没有反对北伐的声

音。 即使在雍熙北伐失败之后, 李沆、 张洎和王禹偁等仍都认可两次北伐目标的合

理性和战争的正义性。 王禹偁认为, 大一统原则要求收复幽蓟: “顷岁吊伐燕蓟,

盖以本是汉疆……既四海一统, 诚宜取之。”⑥ 少数决策者仍怀有 “四夷咸宾” 之

志, 他们的对外政策主张也较为积极, 李昉、 田锡和赵安仁等提出训练士兵、 讲习

武经、 缮修攻具、 使用间谍、 提高边将便宜行事权等建议; 王禹偁提出了以夷狄攻

夷狄、 激励边民等措施; 张洎认为当前虽应 “暂时降屈, 以济艰屯”, 但最终要

“俟时大举” “取乱侮亡”, 直捣龙庭, 以定天下。⑦ 除李昉外, 其余政策主张都是雍

熙北伐失败后提出的, 决策者并未因失利而放弃目标。

这一阶段决策者无论其政策倾向如何, 都采取儒家自修的路线, 即改善内政、

增强国力和善修守备。 太宗时期, 张齐贤认为应当 “先本而后末, 安内以养外”;

田锡认为 “欲理外, 先理内, 内既理则外自安”。⑧ 真宗时期, 张方平认为 “绥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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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根本是 “宽财用, 纾民力, 以厚为之备”。 真宗认为, 一方面 “怀柔示信”,

另一方面 “不废戎事”, 才能使辽国不违反盟约。 宋辽边境长期安宁, 李允则仍

“治城垒不辍”, 得到真宗的赞许。①

宋初士大夫对辽政策仍然使用德怀的话语, 认为德怀优于武力。 张齐贤认为,

通过息兵弭边、 以德怀远, 可以使天下知晓太宗的仁惠之心, 则 “远人之归, 可立

待也”; 赵普认为社会安定、 边境安宁可使 “殊方慕化, 率土归仁, 既四夷以来王,

料契丹而安往”;② 田锡认为, “圣人不务广疆土, 惟务广德业, 声教远被, 自当来

宾”。③ 真宗对辽和解政策得到大多数决策者的赞许, 向敏中称真宗 “以德绥怀, 远

无不服”。④

宋朝关于义战的讨论与汉朝稍有不同。 除贾谊和桑弘羊外, 汉朝决策者就义战

的讨论更多集中于其消极的一面, 即对使用武力的限制; 宋朝则侧重其积极的一面,

即出兵的合理条件。 北宋初年, 大多数决策者认为幽蓟地区是 “汉疆”, 收复幽蓟

的军事行动属于义战范畴。 但是, 宋初君臣慎战情绪较强, 即使主张 “恢复旧疆”

的决策者也认为当前国力不足、 暂时不应再行对辽用兵。 在这种气氛下, 澶渊之盟

后文武决策者虽偶尔对与辽和议有不同意见,⑤ 但鲜有提及对辽义战的建议。

假说 1 与该阶段的情况相符, 持 “不治夷狄” 观点的决策者一直反对用兵, 而

力主 “恢复旧疆” 和少数仍支持 “四夷咸宾” 的决策者即使在战败之后仍然主张积

极备战。 假说 2 和假说 3 得到了支持, 但该阶段德胜沦为一种空谈, 主张采取军事

手段的决策者都是以义战为前提的, 很多决策者的慎战已接近厌战。 王朝周期论和

单极稳定论不完全符合该阶段事实, 太宗早期宋朝君臣虽曾试图恢复疆土, 但在两

次大失利后, 对外政策讨论转变为和解为主。 权力政治论大致符合本阶段事实, 宋

辽两国势均力敌, 宋朝决策者虽持有恢复旧疆的雄心, 但力有不逮, 在军事行动受

挫之后, 主张和解的决策者数量增加。

2. 庆历以降儒家战略文化对北宋对外决策的影响

宋仁宗庆历年间, 西夏取代辽成为北宋主要边患, 但北宋国力整体强于西夏。

与此同时儒学开始兴盛, 大批具有较高儒学造诣的士大夫进入决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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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年间, 儒学兴起,① 石介、 胡瑗、 孙复、 李觏、 张载和周敦颐等开始著书

立说; 范仲淹、 欧阳修、 尹洙和文彦博等儒学造诣极高的官员及其 “同调” 韩琦、

富弼和张方平等人也开始进入决策圈, 他们的子侄后学也进入仁宗之后各朝的决策

集团。 其后, 儒学形成了关学、 洛学、 蜀学、 新学和朔学等系统, 有很多主要代表

人物进入决策圈层。

这一阶段的很多决策者不满足于 “恢复旧疆”,② 而是怀有 “四夷咸宾” 的倾

向。 例如, 韩琦认为, 应等待时机收复 “幽蓟、 灵夏之地”, 以 “振耀威灵, 弹压

夷夏”。 范仲淹认为, 一旦 “国力强盛, 将帅得人”, 就应 “长驱破虏, 以雪天下之

耻”。 富弼详细规划收复燕蓟的战略, 以图 “一举而复全燕之地, 拔数郡陷蕃之族,

平累朝切骨之恨”, 为澶渊之盟后首次。 欧阳修认为, 西夏侵地是 “中国合争之事,

岂可不争”,③ 并提出了由高到低的三个目标: “系累谅祚君臣献于庙社”, “复朔方

故地” 和 “尽取山界, 夺其险而我守之, 以永绝边患”。④ 神宗希望 “直捣兴、 灵,

覆贼巢穴”, 王安石也多次提及 “调一天下、 兼制夷狄” 的目标。⑤ 哲宗亲政后绍述

神宗对外战略目标, 徽宗则希望 “声教暨乎遐荒, 威武畅乎无外”。⑥ 即使是元祐更

化时期最积极的反战派领袖司马光, 也认为宋朝的最终战略目标应是 “复灵夏, 取

瓜沙, 平幽蓟, 收蔚朔”, “驱穹庐于漠北, 复汉、 唐之土宇”。⑦ 这一阶段, “不治

夷狄论” 虽仍有一定影响, 但并非主流。⑧

与宋初决策者受道家影响消极厌战的态度不同, 这一阶段的决策者更倾向于使

用积极的手段。 韩琦和张方平明确反对宋初 “保疆守境” 的专主防守战略, 认为这

一战略无法消除 “贼势”, 必然导致旷日持久的消耗, “费财无功, 损威示弱”。⑨ 经

过张方平和刘平的早期探索, 范仲淹和韩琦等最终总结出对西夏战略新的手段, 提

出徐图缓进的 “修寨—浅攻—进筑” 战略。 该战略的要义是一方面增强沿边各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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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苏轼作 《王者不治夷狄论》 , 但其意见并非政界主流。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3·庆历元年八月》 ; 《张方平集》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62 页。



事实力, 修筑沿边城寨, 在各路相互策应协调的基础上以 “四散攻击” 和 “浅入大

掠”① 为手段对敌边界进行骚扰, 使敌军不得首尾相顾, 消耗敌军; 另一方面, 选

取远离西夏腹地、 靠近宋朝边境且具有战略价值的西夏边地, 攻取之后屯兵营田,

步步为营, 逐步削弱西夏, “取下一处城寨, 平定则更图一处, 为据守之策”。②

1044 年, 韩琦与范仲淹提出利用该战略在数年内尽取横山山界。 这一战略既可 “拓

疆制寇”, 又 “无轻举之失”。③

仁宗后期, 由于连年兵败, 仁宗厌战情绪增加, 加之辽夏交恶, 北宋面对的外

部环境大为改善, 韩琦与范仲淹的战略并未实行, 但其战略却成为北宋之后数朝的

主导战略。 除司马光、 韩维和苏辙等较少数的保守派决策者外, 薛向、 范纯粹 (范

仲淹子)、 安焘 (胡瑗弟子)、 范育 (张载弟子)、 吕大防 (张载 “同调” ) 和章楶

等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战略, 王韶、 吕大防、 韩绛、 种谔、 沈括与章楶等则对其加

以实践。 最终, 西夏的战略空间受到极大挤压, 基本丧失横山和天都山屏障, 不得

不请求辽国调停, 并毒杀了好战的小梁太后。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该阶段大多数决策者都主张对辽维持修好, 但不少决策者

也仍怀有恢复情结, 对辽持 “待弊” 的态度。 例如, 韩琦认为 “俟敌果有衰乱之

形” 便可 “一振威武, 恢复旧疆, 快忠义不平之心, 雪祖宗累朝之愤”。④ 徽宗也持

此种态度, 因此, 李良嗣才劝诱其 “念旧民涂炭之苦, 复中国往昔之疆, 代天谴

谪, 以治伐乱”。⑤

这一阶段决策者对自修手段没有异议。 宋祁和欧阳修等都提出了减少 “三冗三

费”、 通漕运、 尽地利与榷商贾等增加国家经济实力的措施。⑥ 范仲淹等认为 “疆埸

不靖” 是末, 纲纪制度是本, 大力推行 “庆历新政”, 以 “使国富民强, 以待四夷

之变”。⑦ 神宗时期, 王安石与其政敌司马光在自修的重要性上有较一致的看法,

前者认为 “天下之忧, 不在于疆埸, 而在于朝廷” ; 司马光认为 “国家先当举百

职, 修庶政, 安百姓, 实仓库, 选将帅, 立军法, 练士卒, 精器械, 八事皆备,

然后可以征伐四夷”。⑧ 哲宗时期, 章惇认为拓边的前提是 “钱粮足备, 民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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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在战术层面, 章楶认为应 “先固根本, 俟粮草有备, 兵民安居, 然后更议斥

大疆土”。①

这一阶段, 宋朝决策者对西夏使用德怀的话语较其他时期较少。 这或许是因为

李元昊不断蚕食宋朝领土, 宋朝决策者逐渐认为无法以德怀柔西夏。 李元昊初叛时,

大多数决策者主张征讨, 只有吴育提出通过自修使 “四夷望风”, 遭到宰相张士逊

嘲笑。 但很多决策者并未放弃对其进行德怀。 范仲淹开始接手西北边务之时, 也希

望 “招携蕃族首领”, “示以恩意”, “通朝廷柔远之意, 使其不僭中国之号而修时贡

之礼”;② 李元昊因国力不支, 向宋廷约和, 仁宗、 张方平和晏殊等都乐于对其使用

怀柔政策。 结果西夏一面称臣纳贡, 一面侵扰宋朝边境, 德怀政策逐渐失去支持。

该阶段对于义战的坚持体现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从积极方面来讲, 既然抵

御西夏蚕食宋朝西北边疆、 收复 “灵夏旧疆” 是正义的, 那么对西夏采取军事手

段就不是暴力扩张的非正义行为。 从消极方面来讲, 1044 年, 辽夏爆发矛盾, 经

过讨论, 北宋朝廷未利用辽夏矛盾实现自身利益, 而是 “以大义而两存之” , 在辽

夏之间选择中立, 以使 “西人无陡绝之曲, 于北鄙无结怨之端”。③ 李元昊遇刺重

伤身亡后, 仁宗听从程琳 “幸人之丧, 非所以柔远人” 的建议, 未趁机向西夏发动

进攻。④

受慎战文化影响, 这一阶段绝大多数决策者反对深入远征。 仁宗时期, 夏竦上

书, 反对 “不较主客之利, 不计攻守之便” 的深入追讨政策; 范仲淹明确反对部分

官员五路进讨西夏的主张,⑤ 其所制定的对西夏战略手段亦较为持重。 持相似观点

的还包括杜衍、 庞籍、 张亢和田况等。 神宗时期, 慎战的约束力下降。 王安石变法

曾一度使宋朝财政收入快速增加, 大梁太后囚禁夏主李秉常为其提供了伐夏的理由,

“恢复旧疆” 的目标和义战的原则给予其出兵的合理性, 他突破了慎战的劝谏, 制

定了五路远征伐夏、 进驻永乐城的冒进政策, 并得到很多决策者的支持。 但这一政

策遭到了文彦博、 吕公著、 李固、 赵卨和范纯粹等决策者的激烈反对, 其惨烈失败

更引起神宗时期以后决策者的持续诟病。

仁宗以降, 持 “四夷咸宾” 论的决策者比受 “不治夷狄” 和道家影响的宋初决

策者更倾向于积极政策, 假说 1 成立。 假说 2 中, 自修得到所有决策者的支持,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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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胜优先在该阶段得到的支持相对较弱。 假说 3 慎战的预测在该阶段基本得到体

现, 在神宗时期的例外情况中, 慎战原则受到 “恢复旧疆” 和义战原则的削弱。 北

宋并没有明显衰退的王朝周期, 王朝周期论与该阶段不具相关性。 宋朝实力强于西

夏, 其对西夏政策与对辽政策讨论差别明显, 王安石变法使财政在短期内迅速增加,

一时间对西夏政策讨论的进攻性突显, 权力政治论在该阶段成立。 宋朝不是地区单

极, 对外政策军事倾向较重, 单极稳定论成立。

(三) 永乐至万历中期明朝的对蒙古政策讨论

虽然明朝总体实力强于其主要对手蒙古 (主要是东蒙古和卫拉特蒙古①), 但二

者实力对比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永乐至正统中期, 明朝实力强于蒙古; 正统后

期到景泰年间以及弘治后期到嘉靖年间, 卫拉特蒙古与东蒙古先后崛起, 对明朝边

境安全构成一定威胁; 隆庆至万历中期, 明朝实力有所恢复, 再次对蒙古形成优势。

明朝儒学兴盛, 已是主导性学说,② “不治夷狄” 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1. 永乐至正统中期的对蒙古政策讨论

这一阶段, 明朝对蒙古享有较大实力优势, 东亚地区近似单极格局, 儒学兴

盛。 此时 “四夷咸宾” 的战略目标仍占据主流, 但 “不治夷狄” 论亦有影响。 太

宗朱棣认为其 “奉天命为天下君” , 对外战略目的是 “统御万方, 抚辑庶类” ,

“主宰华夷” , 对于敢于抗命、 犯边的东蒙古, 认为 “逆命者必歼除之”。③ 宣宗朱

瞻基亦称自己 “统御天下, 绥辑之仁无间遐迩”。④ 但是, 即便是太宗也受到 “不治

夷狄” 论的影响, 多次提到 “王者制夷狄之患, 驱之而已, 不穷追也”。 仁宗朱高

炽年间, 范济认为朝廷应 “专务内治, 不勤远略”。 卫拉特蒙古蚕食东蒙古时, 宣

宗虽对阿鲁台表示同情, 但也主张 “不欲劳中国之力以事远夷”。⑤ 与此相应, 范济

和刘球等主张对待蒙古的主要手段是守险、 修缮城堡、 坚壁清野与严加守望等消极

防御手段。

自修仍是大多数决策者的共识。 太宗甚少谈及自修的重要性, 但也认为通过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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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明朝儒学的面貌较之北宋已发生巨大变化, 包括经学衰落、 理学兴起, 道统说确立, 思孟学派成

为主流, 荀子和扬雄等人地位下降等。
《明太宗实录·卷 111·八年十二月》 《明太宗实录·卷 101·八年二月》 《明太宗实录·卷 250·二十

年八月》 《明太宗实录·卷 93·七年六月》 。
《明宣宗实录·卷 107·八年十一月》 。
《明太宗实录·卷 272·二十二年六月》 ; 《御选明臣奏议》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24—26

页; 《明宣宗实录·卷 78·六年四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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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息、 严加守备、 广兴屯田, 就可 “使兵坚边实, 虏不足虑矣”。① 仁宗告诫武将

“国家之政莫重于兵备, 虽四方无事, 然不可一日忘备”;② 宣宗时, 卫拉特蒙古和

东蒙古都遣使朝贡, 其仍然下令 “严饬兵备, 不可怠忽”。③ 范济、 刘球主张修饬内

政, 则 “远人自服, 荒外自归”, “退修德教, 以待其降”。④

这一阶段决策者在政策讨论中都体现了德怀优先的倾向。 即使是在永乐年间,

对蒙古的征伐也全是在蒙古部落骚扰边境、 德怀政策失效后才采取的措施。 太宗在

劝谕东蒙古本雅失里时指出, 若其能 “幡然来归”, 便可 “加以封爵, 厚以赐赉,

俾于近塞择善地以居, 惟尔所欲”; 在劝谕卫拉特马哈木时指出, 其若能 “悔过谢

罪”, 则将待之如初。⑤ 只有在德怀政策失效 “恩既数背, 德岂可怀” 之后, 才采取

远征逆虏的不得已之举。⑥ 杨士奇赞许太宗对待有罪的外国, “必先遣人再三抚谕,

及其不从, 然后加兵”。⑦ 宣宗时期, 对卫拉特蒙古与东蒙古都以德怀为主, 允许其

朝贡、 赠送其礼物、 开通马市, 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英宗北狩之前。

这一阶段, 义战原则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得到运用。 在积极方面, 太宗讨伐东

蒙古的理由是其 “负朕恩, 戕杀使臣, 又欲扰边”, 讨伐卫拉特蒙古的原因是其

“拘杀朝使, 侵略边境”。⑧ 在消极方面, 宣宗时, 东蒙古阿鲁台遭到卫拉特马哈木

追杀, 朝臣建议趁机消灭阿鲁台势力, 宣宗反对 “利人之灾困人于危”, 并敕谕阿

鲁台安居边塞, 勿生疑心。⑨ 而慎战原则至少得到决策者原则上的认同。 “四夷咸

宾” 的战略目标和义战的思想使太宗打破慎战原则, 五征漠北。 但即使如此, 太宗

也深知 “勤兵于远, 非可易言”。 杨士奇认为 “兵者凶器、 战者危事, 自古圣帝明

王, 皆不轻用”, 范济则反对穷兵黩武、 犁庭扫穴、 占据不毛之地。�I0

假说 1 对这一阶段政策讨论的解释相对含糊, 因为决策者同时受到 “四夷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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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 和 “不治夷狄” 的影响, 前者影响似乎更大, 这解释了该阶段较为积极的对外

政策讨论; 与其他时期一致, 假说 2 和假说 3 得到了史料的支持。 王朝周期论虽在

一定程度上预测到了永乐时期的决策结果, 但未能预测决策过程, 如不能解释太宗

德怀优先的倾向, 也不符合洪宣时期的政策讨论; 永乐时期明朝国力强盛, 蒙古两

部相互攻伐, 明朝面对的外部环境相对有利, 权力政治论能够解释太宗使用武力的

倾向和洪宣时期的德怀倾向; 单极稳定论解释了仁宣时期的对外政策讨论, 但不能

解释太宗使用武力的政策倾向。

不过由于某些原因, 除四代帝王本身留有实录外, 这一阶段杨荣、 夏原吉和蹇

义等其他主要决策者都未留下详细的对外政策讨论文本。 由于史料的相对单一性,

该阶段对各假说检验的可靠性较低。

2. 正统后期到万历中期的对蒙古政策讨论

该阶段明朝对蒙古的实力对比起起伏伏, 但整体来讲明朝比上一时期衰落更

为明显, 尤其是正统中期以及弘治后期到嘉靖时期, 卫拉特蒙古和东蒙古分别出

现强势领袖; 隆庆到万历中期, 俺答封贡、 张居正变法后, 明朝边境稳定, 实力

积蓄, 而蒙古各部纷争严重, 实力对比又有利于明朝。 总体来说, 明朝整体实力

仍强于蒙古各部, 因此, 邱浚认为, “北狄之盛也, 固莫盛于胡元; 而其衰也, 亦

莫衰于今日” ; 韩邦奇认为明朝 “防边之兵较前代为疏, 盖前代当虏之强我国家当

虏之弱”。①

该阶段 “不治夷狄” 论大行其道。 无论双方实力对比如何变化, 本时期明朝对

蒙古政策的主流都是 “不治夷狄”。 正德和嘉靖年间的李东阳与杨一清明确提出

“王者不治夷狄” 的主张, 嘉靖、 隆庆和万历年间的王崇古认为对夷狄应 “听其强

弱去来”。② 决策者的政策讨论多主张 “固守封疆”, “来则御之, 去则备之” (于谦

语)、 “慎固封守” (李东阳、 叶盛、 王琼语); “御戎之道, 当以守备为本” (秦紘

语)、 “藩篱既固, 堂室自安” (梁材语); “贡也吾受之, 不至者即不之屑也” (方

逢时语)。③ 持类似观点的重要决策者包括正统、 景泰、 天顺和成化年间的郭登、 李

秉、 商辂和余子俊, 成化至嘉靖年间的王琼, 正德和嘉靖年间的梁材, 嘉隆万年间

的徐阶、 高拱、 杨博、 王崇古、 戚继光和方逢时等。 值得注意的是, 于谦、 杨一清、

余子俊和戚继光等人均是对外作战、 整顿边备颇有建树的名臣, 他们的对外政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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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其各自的时代已较具积极性。 此外, 明朝理学大师邱浚在 《大学衍义补》 中多

次强调华夷之间的 “大界限” 和 “谨内外之防”。① 在具体政策上, 多数决策者都主

张出境远哨 (翁万达语)、 凭高据险、 坚壁清野、 “婴城固守” (王守仁语)、② 修筑

防御工事 (如杨博的墩城和戚继光的空心台)、 “合兵防御击杀” (王越语) 以及

“邀其归路” (杨一清语),③ 这些主张都不出 “以守备为本, 不以攻战为先”④ 的被

动防守窠臼。 王越、 杨一清、 翁万达、 杨博和刘焘等部分决策者持较为积极的 “捣

巢” 主张, 亦不过是战术性破坏敌人后方, 并无长远规划。 更具有进取性的政策主

张, 如曾铣 “收复河套” 的建议 (杨一清此前也曾提出这一建议) 则遭到了除夏言

以外大多数决策者的反对。 此外, 本时期的决策者大都反对给予边将 “阃外之权”,

倡导 “不侥幸以邀功”。⑤

该阶段的决策者对于自修作为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没有异议。 马文升认

为, 文德武备并修, 便可以 “慑伏四夷” 。 嘉靖时期, 蔡汝楠认为 “自古御夷, 咸

先自治, 养锐以待” ; 冯恩认为 “内治修, 然后远人服” ; 张璁强调 “武备修则中

国强” , 中国强则夷狄衰而盗贼息矣”。⑥ 王琼认为, 内治是本, 远略是末, 不能本

末倒置, “忽内治而专事夷狄, 未有不贻患者也”。⑦ 很多决策者认为, 无论朝廷与

蒙古关系如何, 都应重视备战。 例如, 叶盛认为 “逆虏之来不来不足问, 顾我之有

备无备何如耳”; 翁万达认为蒙古 “贡亦备, 不贡亦备”。⑧ 高拱强调利用和平环境

发展壮大, 巩固根本, 使 “常胜之机在我”, 掌握战略主动权, “彼若寻盟, 我仍示

羁縻之义; 彼若背约, 我遂兴问罪之师。 伸缩进退, 自有余地”, 张居正亦持类似

观点。⑨

该阶段多数决策者倾向于认可德怀优先于武力。 于谦与邹来学认为 “朝廷之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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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经世文编·卷 130·王文成公文集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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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行事之权, 汉朝对边将擅自行动相对包容, 成就常惠、 冯奉世、 郑吉、 陈汤、 班超等人的边功; 宋朝对边

将的擅自行为较为警惕, 但对韩绛、 种谔等人的惩罚力度有限; 明朝则对这种行为严格限制。
《明经世文编·卷 63·马端肃公奏疏二》 《明经世文编·卷 315·白石先生集》 《明经世文编·卷 200·

冯侍御刍荛录》 《明经世文编·卷 178·张文忠公文集三》 。
《明经世文编·卷 109·王晋溪本兵敷奏一》 。
《明经世文编·卷 59·叶文庄公奏疏一》 《明经世文编·卷 224·翁东涯文集二》 。
《明经世文编·卷 301·高文襄公文集一》 《明经世文编·卷 326·张文忠公文集三》 。



夷狄, 本之以大公, 待之以宽恕……示以至诚无伪, 如此或者因此知我有备, 益坚

向化之诚……尽怀柔之道, 庶使丑虏无词, 不敢轻动”。①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 也先

请求朝贡, 于谦虽不知其背后原因, 却认为 “中国之驭夷狄, 固当振之以兵威, 尤

当抚之以恩信, 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② 主张接受也先的朝贡。 成化与弘治时

期, 马文升主张 “敦怀柔之道”, 使 “北虏” 没有开启衅隙的理由, “虽小犯边, 不

足深虑”; 邱浚赞赏虞周时期对外国 “化之也非征之也”。③ 嘉靖年间, 俺答请求封

爵、 互市之时, 翁万达、 史道、 桂萼和霍韬等多数决策者主张 “因通贡之机, 广戎

夷迁善之路”,④ 反对杀蒙古使臣石天爵、 悬赏刺杀俺答之举。 隆庆与万历年间, 高

拱、 王崇古、 方逢时和王锡爵都主张允许俺答封贡互市, “悬爵位之虚号, 以邀荒

裔之臣伏”, 以使 “在我足以为恩, 在彼足以为德”, “坚其畏威归化之心”。⑤ 当

然, 也有少数决策者倾向于认为德怀与武力并无优先次序。 如王琼认为, 御夷之道,

在于抚顺剿逆, 二者不可偏废。⑥

该阶段除曾铣和夏言等极少数个例外, 绝大多数决策者对于军事征讨尤其是长驱

深入远征持谨慎态度。 桂萼认为 “竭国以奉军, 倾中以资外, 乃不识时宜书生无深谋

远虑者之谈也”,⑦ 余子俊的名言 “宁成功于门庭之间, 勿远致于敌人之境” 则被奉

为圭臬。⑧ 杨一清和方逢时等人都使用过 “兵凶战危诚宜慎重” 的话语。⑨ 王骥和余

子俊等将领以及于谦、 梁储、 桂萼和翁万达等重臣都反对穷追和长驱深入。

与其他时期有所不同, 该阶段义战的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防御作战而非 “四夷

咸宾” 或 “恢复汉疆”。 由于各股蒙古势力的不断骚扰, 没有决策者质疑对蒙古防

御性作战的正义性, 几乎所有决策者都认可对侵略者进行防御性反击, 包括夜间偷

袭、 合兵击杀、 邀其归路与蹑后截杀, 部分决策者还主张 “搜套” 和 “捣巢” 等。

这一阶段对义战的消极论述较少, 这大概是因为大多数决策者都反对且不议论进攻

性战略, 因此对此种战略的批评也较为鲜见, 较突出的事例是嘉靖年间张岳反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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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贡” 为由征讨安南。①

从王越取得红盐池与威宁海大捷的情况来看, 至少在该阶段的很多不同时期,

明军具备在一定范围内机动的能力, 但当时主导的战略文化使决策者在政策讨论中

反对更为积极的对外政策。 这一事实削弱了权力政治论的解释力。 “不治夷狄” 论

的兴起是本阶段消极的对外政策讨论的有效解释, 支持了假说 1。 与其他两个案例

一样, 假说 2 和假说 3 得到了史料的支持。 王朝周期论未能解释中兴时期防御性的

外交政策。 单极稳定论的预测基本符合事实。

六、 结论

既有研究对儒家战略文化内容和特色的概括较为片面, 未能系统探讨儒家战

略文化的发展演变, 而是侧重政策结果, 也没有考察儒家战略文化对中原各政权

决策过程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先秦时期的儒家战略文化, 并归纳出其三个特点。 其

一, 在对外政策目标上追求 “四夷咸宾”, 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 “不治夷狄” 论。

其二, 在对外目标的实践手段上注重自修, 主张德怀优先于使用武力。 其三, 在对

使用武力的态度上, 讲求义战原则, 同时讲求慎战, 反对穷兵黩武、 深入远征。 儒

家追求 “四夷咸宾”, 主张修饬武备和义战, 不反对非武力扩张和非扩张性进攻等

特点, 与既有文献归纳的 “非扩张性” 和 “防御性” 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而

德怀的优先性、 使用武力必须符合义战原则及慎战原则与某些西方学者 “防御崇

拜” 的论述完全不同。

本文将儒家战略文化假说与其竞争性假说———王朝周期说、 权力政治说和单

极稳定说———进行对比, 通过案例分析检验其解释效力。 根据案例检验, 可得出

表 1。 表 1 显示, 关于战略文化对对外政策讨论影响的三个假说的预测都较为准

确。 如假说 1 预测, 在 “四夷咸宾” 论占据主导地位时的对外政策讨论———包括

西汉两个时段对匈奴政策的讨论、 宋仁宗到徽宗时段的对西夏政策讨论、 明朝前

期对蒙古政策的讨论———都较为积极, 倾向于采取某种形式的非武力性扩张或非

扩张性进攻行动。 而在 “不治夷狄” 论占主流的明朝中后期的对蒙古政策讨论中,

决策者大都倾向于消极的被动防御政策。 在宋太宗到宋真宗时期的对辽政策讨论

中, 支持 “四夷咸宾” 论的决策者倾向于相对积极的对辽政策, 而支持 “不治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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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 论或受道家影响较大的决策者倾向于相对消极的政策。 假说 2 中, 自修在各

个时期都得到了支持, 德怀先于武力在除宋仁宗到宋徽宗的对西夏政策讨论外,

都得到了支持。 假说 3 的义战思想在各时期都有体现; 慎战思想在大多数案例中

也都得到了体现, 但在宋神宗时期、 明太宗时期等个别例外中受到了 “恢复旧疆”

“四夷咸宾” 和义战原则的削弱。

王朝周期论和权力政治论对各时期对外政策讨论的预测则表现不佳, 预测准确

率都在一半以下。 与王朝周期论预测相反, 汉朝全盛和中兴时期的政策讨论并未更

具扩张性, 宋朝中期比早期政策更为积极, 明朝中兴时期的政策讨论也不具扩张性。

与权力政治论预测相反, 汉初国力相对匈奴较弱时政策讨论的积极性大于中期国力

远胜匈奴时; 明朝中兴时期, 权力对比有利于明朝时, 政策讨论却呈现出消极防御

色彩。 在三个竞争性假说中, 只有单极稳定论的预测较为准确。 中原政权处于东亚

单极时期, 其对外政策讨论偏向于防御与和解, 而在中原政权处于非单极状态时,

其政策讨论倾向于扩张性和进攻性。

表 1　 本文假说在不同时期解释力的有效性

时段 假说 1 假说 2 假说 3 王朝周期论 权力政治论 单极稳定论

汉文帝到汉武帝早期 (匈奴) + + + + - +

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 (匈奴) + / - + + - - +

宋太宗到宋仁宗时期 (辽) + + + + / - + + / -

宋仁宗到宋徽宗时期 (西夏) + + + - + +

明永乐至宣德年间的 (蒙古) + / - + + + / - + / - + / -

明正统到万历中期 (蒙古) + + + - - +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 +” 表示假说得到支持, “ -” 表示假说未得到支持, “ + / -” 表示假说得到微弱或不完

全支持。

本文发现, 儒家战略文化对中国古代对外政策讨论具有重要影响。 自修、 德怀

与德胜以及义战与慎战等思想在各个朝代都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 中国古代决策者

认同 “四夷咸宾” (或 “恢复旧疆” ) 论抑或 “不治夷狄” 论, 对其对外政策的倾

向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 “不治夷狄” 论在明朝中后期占据主导地位, 中原政权对外

政策逐渐转变为消极防御。 江忆恩认为儒家战略文化只是一种符号的看法并不符合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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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战略文化对政策讨论的重要影响并不意味着其能决定对外政策的结果。

在本文案例中, 对外政策讨论与对外政策结果在大多数案例中保持一致, 但亦有例

外。 例如, 在汉武帝、 宋神宗和明太宗时期, 虽然参与政策讨论的很多决策者都主

张慎战, 反对穷兵黩武和深入远征, 但最终结果并没有体现出大多数人的政策建议。

汉宣帝时期的对匈奴政策亦具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 这一现象表明, 主导性战略文

化虽能通过政策讨论对政策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却无法决定对外政策结果, 其还

受到关键决策者倾向、 权力对比、 决策模式与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儒家战略文化内部有一定张力。 与 “四夷咸宾” 论相对应的政策主张一般更为

积极, 虽然这类决策者更倾向于非进攻性扩张 (即德怀基础上的扩张) 以及非扩张

性进攻 (即 “恢复旧疆”、 防御性的进攻行动), 但这种政策有时与自修、 慎战原则

存在某种张力; “不治夷狄” 论则与自修、 慎战思想在逻辑上完全相符, 这或许是

“不治夷狄” 论逐渐成为主流的重要原因。

儒家战略文化中大一统观念、 自修、 慎战、 对过度扩张的警惕, 坚持、 死守疆

土、 “不可以尺寸予人”① 的决心, 都对中国爱好和平、 天下情怀、 维护国家统一与

领土完整的民族精神与气节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 其注重用经济文化手段处理对外

关系等策略亦对中国当代外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然而, 儒家战略文化也具有严重

的时代局限, 集中体现在很多儒家代表人物对外交手段的轻视, 并以决策者的个人

道德观念取代国家的实际利益, 这启示我们应批判性地看待儒家战略文化中追求

权力优势的思想以及 “义战” 的标准等内容。

(截稿: 2024 年 11 月 　 责任编辑: 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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